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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苏汉学史上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汉学家 Y.Z.

比丘林，他不仅在许多领域奠定了俄国汉学的研究基础，还引起俄国社会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

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基本以史料编纂为主，并伴随对中国文化的大量赞扬。19世纪中叶，俄国
汉学研究进入批评性分析阶段，不乏怀疑主义和超级批判主义，这种批评性分析反映出对中国文明

各方面开始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其中 D.G.瓦西里耶夫院士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科学批评观是这一时
期俄国汉学的重要标志，他的著作在俄国汉学史上享有一定权威性。然而批评分析法在 19世纪末批
评开始失真，被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对中国文明的蔑视态度所扭曲，B.卡洛斯塔维茨就曾在专著中明
确表述过这种观点，将中国文明视为落后文明。当时，针对一些人对中国文明的恶意攻击现象，C.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和 F.斯塔尔波夫斯卡娅在著作中极力宣传中国文明的优越性，赞扬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和民族性格。 

前苏联汉学的早期成就与 D.V.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他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
尤其是宗教和儒学方面功劳卓著。不久前刚刚出版的阿列克谢耶夫的著作把研究者的视线再次引向

中国宗教体系，书中对中国宗教典型的融合主义特点进行专门论述，但此前它还没有引起俄苏汉学

家的足够重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影响的新一代汉学家普遍关注社会
经济发展和与之相关的人民运动，但仍有一批汉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他们大部分来自列宁

格勒，如 F.F.彼得洛夫，>.R.休茨基，R.R.弗卢克，F.F.施图金，<.F.瓦西里耶夫，>.布纳科夫等。这
批汉学家的研究活动大体持续到 1937-1938年前后，后因战争爆发中断。 

早在 20世纪初，俄国汉学家已经倾向于对中国文化的具体方面作专门研究，F.B.伊万诺夫和 G.C.
波波夫的著作对中国思想研究贡献巨大。大约 195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汉学家对中国精神文化、
古典哲学、社会政治思想、民族学的兴趣大增，他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对中国哲学和意识形

态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这为前苏联汉学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这并不表明所有研究

都获得普遍承认，比如以 K.L.波兹涅耶娃为代表的一些前苏联汉学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应
用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特别是中国道教，其研究结果曾遭到质疑和批评。对此问题的争论很

快引出了对儒家学说的新解释。 
研究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难免要涉及到宗教、信仰和民俗，故又与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相关。

有关中国人祭祀传统、礼仪规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的有价值资料大都由前苏联及俄

罗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搜集整理，Y.Y.&切鲍克萨洛夫、V.D.刘克甫和 U.U.斯特拉达诺维奇的贡献
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前苏联及俄罗斯汉 学家 Y.N.费多连科、<.K.李福清、K.Y.孟列夫等人对神
话、民间传说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中国人宗教哲学观、生活方式、道德标准和风俗习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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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近十年来，K.Y.孟列夫、K.C.佩列洛莫夫、D.D.马连文、>.K.克罗尔等人致力于翻译和研究
中国古代思想著作，他们的著述成为目前俄国社会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渠道。 

《中国的信仰、宗教和传统》一书作者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语文学博士、

著名汉学家 K.C.瓦西里耶夫，1970年初版，2001年由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再版，适逢笔者在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进修，得以在“青年近卫军”书店购得此书。 

 
二 

 
《中国的信仰、宗教和传统》封面是一幅古色古香的观音送子图，右上角和左上角分别写有汉

字“送、子”，内封是老子和孔子的素描画像，也带汉语标注，序、跋之外，全书内容分六章。 
第一章——中国原始宗教观、信仰、仪式。主要讲述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原始宗教观之

形成，分析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论。第二部分介绍殷周时期中华先

民的宗教信仰，以及当时出现的巫术、萨满、占筮与卜卦等现象。第三部分介绍中国古代家庭的宗

教传统和仪式，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宗教传统和仪式。 
第二章——早期的儒家学说。首先介绍儒家学说的基本原则，讲述孔子和他的时代，孔子的社

会理想，孔子学说中关于社会秩序、道德准则、宗教信仰、天与天子的论述。其次介绍中国封建社

会严格的家长制和伦理孝道、当时的家庭情况和家庭关系，以及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婚丧嫁娶仪式。 
第三章——儒家学说——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先介绍儒家学说、法家学说的学术思想和师承流

变，二者的融合，秦始皇对法家学说的应用，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过程。再介绍百家争鸣

时期和中华礼仪文化繁荣发展时期，中国的教育状况和教学体系，以及科举制度。 
第四章——道教。第一部分介绍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的起源及当时的社会状况，道教

创始人老子的生平概述及“无为”学说。第二部分介绍道教的“长生不老”理论和与世界宗教风貌

大相径庭的“成仙”教旨，同时介绍了炼丹术、占卜术、道教的组织建构。第三部分讲述道教的传

播、发展、进化，佛、道融合，道教学说的没落。 
第五章——中国佛教。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印度佛教的出现、确立、及其佛学理论。第

二部分介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传播过程中遭到中国本土文化排斥，佛教最终中国化和繁荣发展。

第三部分阐明中国佛教的派别、佛教寺院、以及佛学理论。最后一部分谈及唐代反佛，佛教在中国

的衰落，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六章——宗教融合与中国文化传统。又分为三部分。先介绍中世纪中国儒学的进化和理学出

现，儒、佛、道三家融合及其特点。再讲述中国的官方信仰、民间信仰和家庭信仰，以及自然崇拜

和对来世生活的构想。最后分析中国宗教仪式的象征意义、宗教和艺术创作的相互关系，中国固有

的宗教传统及其创新情况。 
作者在跋文中概括性总结了中国宗教道德体系的发展，并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在世界文明中所产

生的影响。 
 
三 

 
瓦西里耶夫在书中对中国宗教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和自身特点有极为清晰的论述，可归纳

如下： 
1．宗教的社会性。这是本书理论基础，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人的精神环境和所有文明的形成

都有赖于宗教的强势作用，因此应把宗教的作用、宗教意识的形成过程、宗教对人行为的影响、对

人类文明进化规律和特点的影响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瓦西里耶夫同时强调，他不同意上个世

纪一些民族学家把宗教意识看作自古以来人的内在本质的观点，如果将宗教单纯看作起源于人在大

自然威力面前的渺小无力，则不足以回答宗教意识形成过程这一复杂问题。首先，在人类社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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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阶段，宗教因素在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恰恰是微乎其微，有些学者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作“无宗教

时代”。其次，对于落后、贫穷、野蛮的部族和居民阶层来说，宗教性并不是他们的本质属性。瓦西

里耶夫的结论是，宗教发展只能是一种社会现象，宗教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功能才是第一位的。而作

为社会建构的要素，宗教意识形态和其它所有因素始终保持着互相制约和紧密关系。而且，宗教要

素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出现之后就在社会历史的个别时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再发展，基督教、伊斯兰

教、佛教在几大文明的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最好证明。作者将儒教看作世界第四大宗教，

认为儒教对中国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并在远东、东南亚一些国家影响深远。 
2．中国儒教的特点。瓦西里耶夫认为，儒教同世界上其它宗教一样，也产生于社会极端发达的

条件下，是对要求彻底变革的尖锐社会政治危机的反应。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这种理论对于国家

稳固统治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儒教在形式和本质上明显区别于世界上

其它宗教，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对人民精神生活（包括物质生活）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也有别于世界

上其它宗教，特别是曾经成为一些国家民众精神生活教义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差别是中国精

神文化与众不同的前提。 

作者分析儒教之与众不同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中华文明发源地相对孤立存在，而这一点在古

代由于各个文明之间的联系和影响较少、孤立所造成的后果不明显，因此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

瓦西里耶夫则强调，中国古代思想基本上是在与其他文明隔绝的情况下，在自我发展和自我调节系

统中自然进化的结果。其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从其形成阶段的汉代开始就多次被野蛮

侵入者的破坏打断，也经历过毁灭性的内部巨变，但每一次它都能战胜所有灾难幸存下来，并且保

存了语言、种族、文化和国家体制的完整性与连续性。以上两种因素与其它一些类似因素一起，与

中国自身的宗教道德体系积极地相互作用，这些因素既对这种宗教道德体系有保护作用，又从宗教

道德体系中吸取营养并获得力量，这种力量使几千年来多次遭受外族蹂躏的中国一再从灰烬中获得

重生，而且不断将对手同化。结果是，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要素，并且不断巩固，最后产生包含宗教

信仰、道德标准、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的确定的民族传统。瓦西里耶夫认为，对上述问题以及与

之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对于了解中国正统意识形态和整个中华文明都极其重要。 
瓦西里耶夫认为，在汉代形成并获得官方承认、成为上层统治者掌握在手中治理国家的有力武

器的儒家思想，其形成之初原本是为反对现存制度和准则，这一点与世界上其它宗教基本吻合。但

中国儒教的独特之处在于，经过一定的变形，儒家思想于几个世纪之后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这

种转变使它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功能在许多方面有相应的重大改变。首先，对现存制度从批判转为维

护巩固其统治。其次，孔子倡导的古代理想变成现存制度强大的保护伞，把现存制度看成古代遗训

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复次，儒家学说中关于促进国家稳定、巩固国家统治的理论也随之成为最重

要的国家理论。最后，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后，儒教对其它思想学说和宗教派别的态度也有相应

调整。虽然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儒教无力彻底清除对立派思想对民众的影响，但是它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这种影响。同时它通过与其它思想融合并从中吸取营养来使自己更加强大、更加富有生命

力，这虽然有折中主义特点，但对其发展并没有产生不利影响。瓦西里耶夫指出，经过这种演变所

形成的宗教道德体系已经同儒家学说最初倡导的人道主义思想鲜有共同之处，它已成为中国帝王和

士大夫阶层统治国家的思想理论基础，对国家生活影响深远。他提请读者注意，这就是中国官方意

识形态，它形成于与其它文明远离的条件下，从始至终都与国家政权及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行政

官僚机构联系紧密。 
3.中国宗教道德体系的特点。瓦西里耶夫首先把视觉放在宗教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上。世界上其

它宗教中，神、神秘的彼岸力量在宗教起源中占据首位，道德与道德体系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因

在神的启示下才拥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中国情况迥异，自古以来传说中的圣人的威望就替代了神的

力量，因此在日常生活准则基础上所形成的道德标准、礼仪规范、传统习俗享有绝对的权威性，并

且上升到第一位。在这里，国家意识形态体系总是高于宗教信仰，后者往往被看作民间百姓的粗俗

迷信，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统治者们的身份不相匹配。换言之，道德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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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性的，宗教则是第二性的，是儒教徒所建构的道德体系的伴生物。中国人的宗教观对精神价值

的等级作了极为严格的划分。瓦西里耶夫强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信仰问题从来没有受到

过特别的重视，信奉哪位神，参拜哪座庙，纯粹是个人喜好和私人问题；然而一个人只要稍稍违背

道德准则，对规定的仪式、习俗有所藐视，背离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就立刻会遭致严厉批判或制

裁。 
瓦西里耶夫认为，纯理性主义是中国宗教道德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无神论和对古代圣人的无条

件崇拜是它同世界上其它宗教的鲜明区别。进入中国文化系统的佛教曾遭遇中国本土无神论思想的

严峻挑战，沉重打击佛教“神不灭论”。同时，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把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问题摆到首

位，其理论根据归根结底就是公认的古代圣贤们关于理想社会的论述，圣人的理论永远是一言九鼎。

不仅在儒教中如此，在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中，也只是形而上学地利用了创世理论及冥府生活理论，

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永远无法超过对神化的英雄和圣人的崇拜，即对现实中历史人物和古代传说中

社会活动家的崇拜。而且，中国宗教理论体系中的诸神，一经出现对他们生平和善行的描写就得到

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在瓦西里耶夫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崇拜那些“长生不老”的神仙，与其说是出

于对他们传奇般功绩的敬仰，不如说是对传说中由他们建构的、通行了几个世纪的社会理想的一致

接受，而这些理想往往被看作中国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此外，由于在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中理性

超过感性占据首位，故中国宗教道德体系对诸神灵的崇拜明显带有功利主义色彩，崇拜者为自己的

崇拜对象带来贡品的主要目的是想得到现实的、丰厚的回报。 
瓦西里耶夫认为，中国宗教道德体系的第三个本质特点是在组织上的松散与软弱。不分教区，

不分等级，不设神职人员学校，不设群众性祷告仪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排除后来出现的佛教

及宗教秘密社团，那么在中国从未形成过明显的、独立于其他居民阶层之外的祭祀阶层或宗教阶层。

在中国，国家祭祀体系中基本祭祀功能由以皇帝为首的官员阶层来执行；与家庭有关的仪式由家长

来完成；地方祭祀与大量的占卜仪式，古代由萨满巫师执行，后来由道教祭司、占卜师和地方政权

代表共同完成。只是后来随着僧侣阶层出现，大量的道观和庙宇才开始设有道人、和尚。瓦西里耶

夫总结说，宗教祭祀机构是中国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是和谐统

一的，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与对立。这种和谐统一是中国宗教意识形态具有折中主义和融合性

的前提保证，对新的神灵、英雄人物的崇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能否进入中国的神庙，主要取

决于自身在百姓中的威望。同时，这种和谐统一既保证国家能够定期检查人民的精神生活，又巩固

了儒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 
4．其它宗教体系对中国文明的微弱影响。瓦西里耶夫认为，中国宗教道德体系产生上述特点，

是由于其它宗教体系在中国儒教文明条件下没能发挥巨大作用，没能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

生活中占据显要位置。例如佛教为例，这是唯一一种对中国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外来意识形态，

但印度佛学进入中国的道路并非波澜不惊，而是经历了来自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大阻挠和排斥，最后

作了一定程度适合中国国情的改良、成为中国式佛教后才得以立足。世界三大宗教体系在其它文明

的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和在精神生活中占据的显要地位，在中国都由儒学来完成，就此

而言儒学承担并执行了宗教功能。但儒教与其它宗教不同，它那忍受今生、修行来生的理论构成了

中国人的生存原则。这一理论关注的中心永远是人、集体、社会，以及在世界上建构出正确的生活

秩序。个人幸福的获得则要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来实现。瓦西里耶夫认为，儒家的这种理论对中国

人的民族传统、心理性格、精神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结果是人神之间、今生和来世之间

不存在任何障碍，相反，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体微观世界和宇宙宏观世界之间、普通人和神之间保

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建筑在这一联系基础之上的人神合一理想，综合折中主义理想，恰恰是中

国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典型特点。 
瓦西里耶夫在序言中强调，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展示，宗教道德体系形成过程中有哪些思

想和观点曾经对中国文明的本质、内部结构、自身特点产生过决定性影响，同时天主教、伊斯兰教、

犹太教等外来文化对中国文明影响微弱。笔者认为，该书是来俄国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思想、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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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识形态作系统性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颇有学术价值，故撰此小文，予以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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